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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国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一个

较为繁荣有序的现代国家，其改革成果一度被推崇

为“新加坡模式”或“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在社会

治理和社会风险防控方面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盛誉，为一些国家所效仿。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

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加坡经济增长放缓，由此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社会风险防控埋下隐患。

中国在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同时，还须时刻保持理性

检视的警觉态度。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移民国家，多元

性主要来自种族、宗教、移民和经济全球化。这些

天然分歧和紧张关系，构成了扰乱新加坡公共秩

序、威胁其社会安全的风险隐患。新加坡自建国之

日起，便把社会风险防控视为国家的战略任务，并

在长达50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

和做法。比如，新加坡注重涵养其共同的价值观、

注重树立利益共享理念、注重良好警民关系的构

建、制定国家反恐策略，等等，对其他国家的社会治

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可以说，新加坡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曾有效保

障了其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走过了 50年。但是，近

年以来，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治理理念逐渐暴露出种

种弊端，特别是其理念在执行或落实的层面出现了

断裂和诸多的问题。总体来看，其经济发展成果并

没有惠及每个人，政府也没能兑现承诺，民众纷纷

抱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困难，新加坡陷入其前总理

吴作栋所描述的“中年危机”。新加坡群众民主与

权利意识扩张，网络媒体不断挑战法治权威，骚乱

事件频频发生，社会矛盾激增，整个社会弥漫着不

安之感。新任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挑战一：经济增长放缓，成为社会风险万源之

首。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一

度将新加坡成功打造成“亚洲四小龙”之首。2015

年，新加坡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当年经济增

长率仅为 2.0%，为 6年以来最低。2016年未有好

转，GDP增速仍为 2.0%，其中三季度 GDP甚至暴

跌 4.1%，是自 2012 年三季度以来表现最差的一

次。经济衰退直接导致社会就业减少、政府财政能

力和转移支付水平降低、社会保障能力下降、公共

服务供给不足。这致使族群和阶层间冲突加剧、矛

盾激化、社会分裂，民众急躁易冲动，新加坡综合性

社会危机正在形成并初显征兆。

新加坡经济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靠

马六甲海峡这一全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二是在

中国大陆投资建设工业园区获得巨大收益，中国自

2013年开始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国。不论

新加坡是否承认，中国已然成为新加坡经济上的战

略伙伴。但近年来，新加坡似乎处处为难中国，视

中国为亚太地区的头号敌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

走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退出TPP，新加坡处

境会更加艰难。

挑战二：族群冲突频发，社会不公严重，国家认

同度明显降低。2012年，近百名中国籍巴士司机

因不满薪资和不公平待遇举行罢工，打破了新加坡

26年没有罢工事件的记录。2013年，400余名印

度籍劳工与警方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骚乱，成为

新加坡建国以来首个街头骚乱事件。2014年，约

6000人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抗议中央公积金养

老制度，批评政府运作不透明。这一系列罢工、骚

乱和集会事件，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阶层、利益群

体、种族矛盾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其深层

次原因是新加坡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外来劳工遭

遇不公平待遇，包括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蔑视的

态度、拖欠克扣工资等，有时甚至被迫与雇主签订

“霸王条款”，为了保证续签不被遣返，外来劳工只

能忍气吞声。截至2013年 6月，新加坡大约有130

万外籍劳工，约占总人口 24%；其《2015年人口简

报》数据显示，新加坡外籍人口163万人，约占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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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30%。新加坡出生率低，发展经济需要依赖外来

人口以保持竞争力。但新加坡政府没能让中下层民

众平等地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缩小族群经济差

距成为空谈，“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的治理方针变

成口号。李光耀在其 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赖以生

存的硬道理》一书中也承认，在新加坡内部，绝大多

数人的国家意识淡薄，缺乏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国家

认同度有所下降。如果数量庞大的外籍人口和外来

劳工的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改善，新加坡也将面临

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

挑战三：经济转型，移民政策收紧，身份差异和

社会排斥凸显。一方面，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

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加坡政府于 2009年开始推

动经济转型，核心内容是提升各行业的职业技能，增

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吸引各地顶尖人才服务

新加坡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

加坡本地人抱怨外来人口推高房价、抢走饭碗、压低

工资、造成公共交通拥挤不堪，移民被视为“万恶之

源”。2012年，新加坡为配合经济转型、顺应民意，做

出收紧移民和外劳、推行差异化政策的决定。本地

人比永久居民拥有绝对优先权，减少对永久居民的

医疗补助金，提高低技能外劳配额和劳工税，优先聘

用本地居民，限制外来人口就业数量等。这些政策

激化了族群矛盾，降低了移民归属感，加速了社会排

斥。2015年以来，新加坡政府为了应对低生育率和

老龄化问题，又适度放宽移民政策，但这并不足以解

决已经出现的大量族群矛盾和社会问题。

挑战四：生活成本提高，政府托底民生准备不

足，民众负面社会心态不断滋生。与经济增长放缓

相比，更令新加坡民众感到失望的是在生活成本提

高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政府仍坚持自由市场

和低福利政策，拒绝设定贫困线和最低工资，认为解

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推动经济更加繁荣。新加坡中

央公积金公布的数据显示，政府支付医疗费用不足

三分之一，而经合组织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负担水平

为 60%至 70%；收入低于平均数一半的国民占总人

口 比 例 已 经 从 2002 年 的 16%攀 升 到 2011 年 的

26%；10%至 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2014年，新加坡基尼系数为 0.464，高于国际

上其他发达经济体。民众感到生活压力巨大，穷人

挣扎在社会边缘，72%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不能生

病，因医疗费用高昂”。民调机构盖洛普 2012年底

公布对 148国 15万人的调查结果，新加坡人的幸福

感最低，只有 2%雇员对自己的职业有满足感，而同

年新加坡人均GDP位列世界第五。新加坡发展经济

并没有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如果新加坡

不能及时调整福利政策以适应民众生存和发展需

要，残酷的现实会逼迫以外来劳工为主的底层民众

逐渐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转向以更加暴力的手段表

达心中的愤懑。

挑战五：新生代国民政治参与诉求强烈，对威权

政府和精英统治带来冲击。2011年国会大选中，人

民行动党支持率走低，家长制作风饱受诟病，仅获得

60.1%选票，输掉 87个席位中的 6席，首次输掉一个

集选区。对人民行动党来说，这已经构成一次严重

的“政治海啸”，以往不容置疑的地位受到撼动。许

多民众并非真心希望反对党执政，而是为了让政府

里有更加多元的声音，让人民行动党更注重倾听民

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是另

一大挑战，他们比父辈有着更多的政治参与诉求，要

求更多的民主、更加透明的信息、更多不同的声音、

更多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更多政治竞争，要求允许

民众对政府的重要政策发表意见，打破精英统治的

传统，变“为民做主”为“让民做主”。同时，互联网和

社交新媒体的兴起，更是大大降低了政治动员的门

槛，提高了公众政治参与度。这些均为普通选民提

供了政治参与的可能，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传统造

成冲击。

总之，新加坡内部的权利协调、利益分配和民主

协商机制出了问题，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的多重转型，这些问题已成为诱发冲突矛盾、动摇社

会稳定的新增风险源，而新加坡政府对由此产生的

一系列社会问题重视不够、评估不足、治理不善，从

而使其陷入“中年危机”。

（作者单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尹霞 马建辉

国际 GUOJI

36


